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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梁结玲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摘要：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 

西方科学思想和  20 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 

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 

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 

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 

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关键词：郭绍虞；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0174−06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论大量引进，西 

方文论的各种概念、术语迅速登陆并占领中国文论市 

场，学界惊呼“名词爆炸” ，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 

里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论历程。西方文学思想的引 

入与解冻的中国文学不谋而合，共同导演了一场文学 

观念的大变革。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学科自律性加 

强，面对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国内学者发现中国文 

论日益被西方文论捆绑，离开西方文论便无法言说， 

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患上了“失语症” 。在此背景 

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一时成为学界关注 

的焦点，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 

转换”将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 

开辟专栏进行研讨。 这一问题的争论跨越了两个世纪， 

至今仍然是古代文论研究的热点话题。纵观这十多年 

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古代文论可不可以转换为中国当代文论？古代文 

论的现代性转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古代，一个是 

现代性。现代文化与文学具有现代性，古代的文化与 

文学有其古典性，两者有一定的渊源，也相互排斥， 

这正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悖论所在。古代文论与现 

代文化、文学之间到底有没有通约性，这是问题的关 

键所在，也是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争论 

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古今相通，可以进行转换，有 

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怀疑， “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 ‘传 

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现代转换’的； 

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 ，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 

胎换骨” [1] 。二是如何转换？多数学者赞同古代文论 

的现代转换，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转换的方法上。童庆 

炳认为“转化”较“转换”更贴切，并提出了“转化” 

的三大原则：历史优先、对话原则和自洽原则。钱中 

文认为应当将古代文论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 

思想提炼出来，使之融入当代文论中，成为当代文论 

的有机组成部分。顾祖钊则认为当代文论的起点是现 

代性及理论与文艺实际的矛盾，因此应当用现代、世 

界的眼光来实现转换。除了上述观点，其他学者也就 

“转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谈到古代文论 

现代性转换的时候，不管是赞同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 

方，往往是把中国古代文论视为一个固定的范畴，这 

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言志 

到缘情，到明清的个性解放，从文以传道到清代阮元 

等人的形式论， 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这一发展与我们今天的“转换”具有同一性，古人的 

变化是在他们视野之内的变化，我们今天的变化是在 

现代性的视野内的变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西 

方的文化强势而过度担忧。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 

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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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一划分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大体上体现了 

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在中西文化交融频繁的历史语 

境下，世界的中国日趋明显，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创 

建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学 

科分类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其 

实，在学科创建时期， “转换”就已经开始，并在争论 

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目前，争论多于建设，笔者 

认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好好反思这门学科，在历 

史的追思中探讨未来的可行方案。 

一、异质的濡涵与重构 

濡涵是人类学的术语，指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接触 

过程中促使一方或双方发生变化的状况。从晚清到当 

代，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没有停止过， 作为一个 

“他者” ，西方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所 

不同， 濡涵的结果也不一样。 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 

动，在“革命”口号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文学遭 

到重创， 从旧阵营走出来的革命一派断然否定了传统文 

化的成就，茅盾“发誓不看古书” ，鲁迅声称“不相信 

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 

评家的评论” [2] 。与极端西化的革命派相反，章太炎、 

胡适等人却提倡“整理国故”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 

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 “整理国故”并不是简单 

地还原旧学， 而是要用 “科学的方法” 进行整理和研究， 

“科学的方法”和“批判精神”其实是借鉴了西方的学 

术思想和方法整理中国固有文化， 是西方文化濡化中国 

文化的过程， 其结果是使中国学术文化具有了现代的形 

态。20 世纪 20~40 年代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 

现正是西方文化濡涵的结果， 最终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 

史这一学科。从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 

东润等人的著述中， 我们不难发现濡涵的痕迹。 陈中凡 

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 的序中说道： “1921年 8月至 1924 
年 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 

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 乃编国文丛刊， 主张用科学方 

法整理国故。 ” [3](序页) 郭绍虞也说道： “当时人的治学态 

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 

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 ” [4] 正是西方科 

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 “诗文评” 

的材料被按照学科建制的要求进行重新挖掘、 整理和阐 

释， 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诞生， 其中贡献最 

大的当属郭绍虞。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在清代趋于自觉，纪昀在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总述中说道： 

文章莫盛于西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 

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 

论》 其首也。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 则断自刘勰、 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 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 

承， 为例各殊。 至皎然诗式， 备陈法律。 孟棨 《本事诗》， 

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 

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5] 。 

纪昀将“诗文评”从集部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 

的一类， 并把诗歌批评理论相关著述列入 “诗文评一” ， 

文章批评理论著述列入 “诗文评二” 。 就其具体内容而 

言， 纪昀认为有 “五例” ： “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 ， 

“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 ， “备陈法律” ， “旁采故 

实” ， “体兼说部”的诗话。这一归纳基本符合中国传 

统“诗文评”的实际，分类的细化说明了学科意识的 

自觉和理论的相对成熟。纪昀在四库中列出“诗文评” 

一目，其实只是为了便于书目的编排，并不是将这一 

目单列进行研究。郭绍虞等人的“整理国故”并非只 

是像乾嘉学派那样辨伪、辑佚、校订文献，他们以西 

方的学术思想为引导，对诗文评进行了改造，使之具 

有现代形态，完成了学科的创建。纪昀“诗文评”里 

的诗与我们今天认识的古典诗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文”差异甚大。纪昀的“文”是中国传统的“杂 

文学” ， 它除了包含文艺性的散文， 还包括铭、 颂、箴、 

奏、论、八股文等实用文体。郭绍虞等人在梳理文学 

批评史的时候，抛弃了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以纯 

文学的眼光重新梳理文学史，阐释核心的概念，论述 

文学思想的演变，将文学批评史带进了现代的形态。 

在纯文学观念和学科建设思想的指引下，郭绍虞在撰 

写批评史的时候就不局限于《四库全书》诗文评类的 

材料，他还广泛地收集、阅读各种序、跋、评注、传 

记、笔记、选本等文献，使批评史更具学科自律性和 

完整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朱自清在评价郭绍虞 《中 

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说道： “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 

的。 ” [6](540) 胡适认为郭绍虞“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 

意象，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 

迹” [7](237) 。以西方的学科思想整理中国零散的文献材 

料，这是文学批评史创建时期的共同点。陈中凡的批 

评史也几乎照搬西方纯文学的观念： “今以文章之内 

涵，莫要于想像、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则必藉辞藻、 

声律以组纂之也。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 ‘文学者，抒 

写人类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 

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 [3](5) 罗根泽、方孝岳、 

朱东润、傅庚生等人都自觉地以纯文学的观念进行择 

取。在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影响下，文学批评史大量涌 

现，朱自清在反思这一问题时说道： “也许因为我们正 

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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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 

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 

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 ” [8](240) 这 

正是中西文化互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等人虽然以西方科学研究 

的思想和方法重新整理中国文论，但他们是尊重中国 

文学特性和语境的，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格中。 “我总想 

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 

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 

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 

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 

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 

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 ” [9](2) 深入历史语境，实事 

求是地进行批评和构建，这是郭绍虞为学科建立作出 

的不朽贡献，虽然建国后在各种“主义”干扰下曾走 

了弯路，但严谨的治学仍然是其本色。如果仔细考察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诗文评论仍 

然是这些著作的主体， 小说、戏曲等无意中被淡化了。 

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仍然带有“诗文评”的痕 

迹，与后来完全按照西方学科分类来进行撰写的批评 

史是有区别的。 

文化的濡涵有以我为主的濡涵，以他者为主的濡 

涵，我和他者互相濡涵等方式，上个世纪中国文学批 

评史创建时期的濡涵应该是我和他者互相濡涵的方 

式。西方的学术思想在“整理国故”中得到了体现， 

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得到了时代性的延伸，中学与西 

学在濡涵中携手完成了学科的创建。与创建时期的学 

人相比，我们当前的“转换”不免显得有些浮躁，大 

家都急于完成“转换” ，没有认识到转换是一个东西对 

话的漫长过程。 这个过程既需要认清西方文化的精华， 

也需要体认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并将两者融合，创 

造出既具有当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论话语方式。部 

分学者因为过于看重东西方文化的异质而草率地否定 

了濡涵的可能性，其实，不仅西方文论的概念已被融 

入当代，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而且中国 

古代文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也成了当代文论的组成部 

分，如“意境”“感兴”等等。这些概念在当代复活， 

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正是濡涵的结果。 

二、 “大文论”的视野 

自 1897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 中国的教育无论是 

体制还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在朝西方看齐，高等 

教育尤为明显。 在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下， 1913 

年“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办学宗旨，对各类学科的目标、课程设置、学制、 

人员聘用等做出了规定。《奏定大学堂章程》 对 “文学” 

一门作出说明： “记诵词章不足为学， 恭行实践乃谓之 

学，五经四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 

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 

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 

岂仅富强云尔哉！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 

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 ” [10] 中国文学 

门的主要科目有文学研究法、论说文字、音韵学、历 

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 

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与其他科相比， “古人论 

文要言”不免显得庞杂， “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 

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 。直到陈中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才摆脱了要言辑录的形式， 

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陈、郭等人之后，这门 

学科借助于主流话语在现代知识谱系中找到了合理的 

位置。陈中凡说道： “文学评论，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 

斯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成独立之学科矣。 ” [3](9) 1927 
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了这一学科 

的创立。受陈中凡的影响，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 

等人纷纷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郭绍虞在回忆 

治学经历时说道： “五四时期， 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 

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 

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 

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 ” [11](530) 由文学史、文学 

概论到文学批评史，借助于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文 

学批评史走上了自律的道路。在“壬子癸丑学制”中， 

中国文学门虽然在学科模式和课程设置等形式上学习 

西方，但教学内容却是限于传统的知识，文史哲都是 

必修科目。这种教学与学习的方式虽说与现代的学科 

体系不完全吻合，但却很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 

是不可以轻易否定的。 

文学批评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世纪之交，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度成为热点问题，与初建时期 

的高度热情相比，当代学者对这一门学科不免忧心忡 

忡，甚至产生了焦虑的情绪。在经过长时期的学科规 

训之后，文学批评史日益走向封闭，它不仅仅将自身 

局限于纯文学的领域，而且割断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 

联系，成为“孤岛式”的研究。在学科分类之下培养 

出来的现代学者失去了前辈开阔的学术视野，郭绍虞 

在总结研究经验时说道： “学科是愈分愈细的。细，才 

能显出它的特点， 但是我们必须再看到未分时的迹象， 

前辈学者虽分经史子集因类， 但学者却都要涉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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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目，但学者也还是要把它沟 

通起来……所以强调窄而精的学者容易有成就，但成 

就往往是有限度的。 ” [11](541) 分得过细，很容易让我们 

割断学科之间、学科与生活的联系，所取得的成就仅 

仅限于学科史的意义。马克斯·韦伯说道： “只有严格 

的专门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绝 

无仅有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 

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 

一项专业成就。 ” [12] 这道出了现代学者“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的近视，是应该引起我们好好反思的。学科 

建制后经过不断的规训又很容易将学科僵硬化。李春 

青在谈到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现状时说到： 

学科原有的那些基本的或核心的问题随着研究的 

深入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渐渐失去了核心的地位， 

有的甚至不再成为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诸如文学的 

本质是什么、 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文学究竟有什么功能、什么是创作原则以及真实性、 

典型性、倾向性等等原来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的问 

题很少有人研究了，即使有人论及，也不能引起广泛 

的关注。当然，这些问题也许还是大学中文系‘文艺 

概论’课讲授的主要内容，但这却恰恰说明这门课的 

僵化与滞后。这种‘古怪’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这 

只能说明这些问题本来就带有某种虚幻性(所谓虚幻 

性是指这些问题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 

案，任何所谓的确定性都只能是人为的规定)。令人遗 

憾的是，这种虚幻性在文学理论这一学科中超乎寻常 

地普遍存在的 [13] 。 

学科的建立由粗而细，层层细化，学科的自足、 

自律不断被人为地强化， 在现代大学学科体制规训下， 

隔行如隔山，学科封闭性不断增强。学科核心问题一 

旦僵化，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很容易遭到质疑。李春青 

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存在 “虚幻性” ，这其实是文学理论 

学科离开了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大传统、文学实践的 

结果。反思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僵化和滞后何尝不是 

如此呢。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 

诗话、序、跋等主流的批评形式与作家、作品的评点 

紧密结合在一起，将理论从实践中抽空出来，并且将 

这些理论罗列为“史” ，这就让理论走向了封闭，失去 

了现实的指向功能。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提 

出：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反思中国文学批评 

史，我们不难发现，纯文学的批评难觅踪迹，经、史、 

文三者相依相生，难分彼此，郭绍虞说道： “中国文学 

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 

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 

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这两 

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 

响。 ” [11](46)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宗经色彩， 

经学不仅是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是理论的归 

宿。建国后，作为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古代文论的研 

究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新时期以来， 

这种色彩虽然淡化了，但仍然没有完全驱除。古代文 

论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总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想盘活这门学科，笔者认为应该从大文化入手，将 

古代文论置身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重新进行思 

量，打破学科封闭的状态，使古代文论既具有传统文 

化的形态，又具有现代学科的品性。当前，国学热潮 

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是传统文化进入现代视野的 

迹象，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进入现代 

文化的视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把文学、文化从整体 

文化中割离开来进行转换，这种方法并不可取，中国 

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未足百年，而中国文学、中国 

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文论与文学、文化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把文论单独列出来进行转换，忽视了 

它生存的根基，这样的转换是很有限的，也是没有生 

命力的。 

三、 “各照隅隙”的治学精神 

中国古代缺乏纯理论的、体系性的思维，古人的 

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正如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 

史”“六经皆器”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 像《文 

心雕龙》 《诗品》《原诗》这样侧重于理论构建的著作 

是很少的，大量的文学思想是通过具体的批评而体现 

出来。正是缺乏纯理论的思辨，古人在具体批评过程 

中并没有科学地界定相关的概念、范畴，批评文章的 

写作与文学创作如出一辙，感性的直觉与理性的分析 

并用，文章空灵而不易把握，如《文赋》、《文心雕龙》、 

论诗诗等等都是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批评，不少序、跋 

更是声情并茂。这种混沌的批评方式、理论构建方式 

显然不符合现代的学科诉求，笔者认为，古代文论要 

想实现现代转换，必须用古人的方式进入古代的历史 

语境，同时，我们还要用现代理性的眼光分析这些问 

题。郭绍虞将自己的治学方法称为“各照隅隙，鲜观 

衢路” ，并以“照隅室”命名书斋。郭老治学从细处发 

韧，仔细地辨析重要的概念范畴，把它们的内涵充分 

揭示出。同时，他把文学理论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语境， 

真实地还原理论的时代性。 “研究文学批评史者，首先 

的难题，就要辨析这些抽象名词的义界，不使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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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使它混淆。 ” [11](46) 郭老自称“照隅隙” ，其实他的 

研究正是由“隅隙”走向“衢路”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史上文与道的问题》 《神韵与格调》 《文学 

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 等等论述又哪里仅仅是“隅隙” 

呢？从治学方法上看，郭绍虞虽然受西学影响不小， 

但他治文学批评史主要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式。郭 

绍虞是新文化运动中“整理国故”的建设者， “整理国 

故”在治学上受乾嘉汉学影响很大，胡适认为乾嘉汉 

学是“科学方法”的体现，他说： “钱大昕的古音之研 

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科学方 

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 

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于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 

一定更大了。 ”所以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 

的’方法变为‘自觉的’” [7](418) 。乾嘉汉学家的治学 

方法，其实就是章太炎所说的“近世经师，皆取是为 

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 

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 

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 

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 

避” [14] 。郭绍虞的“照隅隙”其实是用中国传统的治 

学方法来治中国的学问，郭绍虞的成绩证明，这样的 

治学方法是可取的。 

中国古代有“诗文评”一目，其实“诗文评”只 

是具有目录学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学科。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史” ，这是学科分类的结果，也 

是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批评 

史这门学科具有习得性，习得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世界 

保持同步，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文论。80年代 

以后，中国学习西方出现了热潮，西学的思维弥漫于 

学术界， “在他们看来，模仿西方出现的风格和技巧似 

乎是确立‘声望’的一种战略，一些不能这样做的人 

甚至会感到‘已经落后’ 。 他们认为西方最新的东西便 

是最好的东西，而不去考虑它们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 

情况。一时间，似乎谁掌握了西方的新东西，谁就掌 

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权，也就最有力量。 ” [15] 西 

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让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尴尬的境地， 

简单地以西格中的做法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这种做 

法日益显示出其弊病。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季 

羡林认为：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西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不一样，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基础不同。 ” 在 

文论上，中西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 

评重实践轻理论， 重整体性的感悟轻理论的细致分析， 

因此，简单地以西格中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这个 

问题在学科创建期其实便已显露出来，钱钟书对郭绍 

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批评道： “您所写书的第三页 

也明确地说，文学观念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 

的演进，渐归于明晰，可紧接着又出现逆流，一再复 

古。第八页也说，复古和卫道观念阻碍了纯文学的进 

行。第十页还说，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 

古潮流怎样震荡为逆流，而此逆流未尝不可作为进化 

历程中应有的步骤。藐视复古是极时髦的，我学不像 

时髦，是我的不幸，但我能分析一些事实，看能得到 

什么启示，是否可以对复古能采取和您一样的态 

度。 ” [16] 受新思潮、进化论的影响是五四时期的共同 

特征，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思想运用于批评史 

的研究中，既取得成就也存在问题。朱自清对郭绍虞 

用“纯文学”观念厘定文学批评史也感到不满，他说： 

“但进一步，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 

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如真善美三 

分法(六三、一八九面)，各类批评的名称(一零三面) 
偶尔涉及，无庸深论；只有纯文学、杂文学二分法， 

用得最多，却可商榷。 ” [8](236−237) 郭绍虞借用西方术语 

的地方并不多，偶有借用便引争议，这就使得他更小 

心地“照隅隙” ，避免研究失真。郭绍虞“照隅隙”的 

精神在一定种程度上弥补借鉴以西格中带来的不足。 

在西方文论成为强势理论话语的语境下，借用西方文 

论话语在中国已成常态，钱、朱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 

启示意义，要构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 “照隅隙”的 

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方法，更是一 

种态度。 

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当初的积极创建到当代的“失 

语” ，经历了近百年漫长的过程，其间有得有失，弯路 

是不少的。在学科建制完成后，学科开拓的复杂性和 

历史语境一直被隐蔽，以致在谈现代转换的时候口号 

声、批评声多于建设声、分析声。在“转换”没有明 

显成效的情况下，多一点对学科的反思或许更能有助 

于我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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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Shaoyu’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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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poetry  comment”  has  the  bibliography  significance  only,  it  is  not  the modern  sense  of 
discipline. Chin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as  due  to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and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moisten the culvert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o, the subject must adhere to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s born in 
big  culture. Discipline  founder  such  as Guo  Shaoyu  and  other  people  comb  context  the  literary  theory  from  lots  of 
class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fter that,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makes this subject research increasingly 
narrower. We need to restore the “big literary theory” of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from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classics， 
so  as  to  avoi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reflect  the  nation’s way  of 
thinking,  In  his  scholarly  methods,  Guo  Shaoyu’s  “carefu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a  traditional  are  still 
worthy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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